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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演示作为一种叙述方式，实际上遍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只是各种表演，还包括我们

与他人相处的各种方式。演示叙述与文字和影像的叙述不同，有五个符号学特征———演示的身体性，使它
必然成为一种高度人性的叙述方式; 演示的意动性依靠观众的内模仿倾向区隔使用效果; 演示的可干预性

使它成为演者与观者互动的中介; 演示的仪式性使它成为社会生活必需的纽带; 演示的社群性使它成为人

们生存的方式。作为一种表意行为，演示叙述有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功能，它也可能成为掩盖真相的手段。
而这些优点和缺点，都呈现出被当今数字时代放大多倍的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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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示叙述在生活中处处可见，远远不止舞台表演，尽管舞台表演的确是最典型的演示叙述。“演
示” ( performance) 一词有多种含义，涉及人类行为与社群文化诸多层面，如艺术行为 ( 表演、演奏
等) ; 平常生活中的践行活动 ( 操作、实行、表现等) ; 介于艺术与日常行为之间的某些社会行为
( 宣讲等) ; 哲学范畴中的言语行为 ( 行为功能等) ，等等。因此，对 “演示”的学理研究，也往往
拓展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理查·谢克纳 ( Richard Schechner) 在《人类表演与社会科学》一
文中指出: “日常生活中的表演，各式各样的集会; 运动、仪式、游戏和公众政治行为; 解析传播中
非书面语言的各种模式; 人类与动物行为模式间的联系，尤其在游戏和仪式化的行为方面; 心理治疗

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行为表达，以及对身体的意识; 人种学和史前学，包括外来的和熟悉的文

化; 统一的表演理论，即行为理论等方面有所涉入。”① 可见，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包含了演示成分。
因此，广义的演示叙述实际上包括了 “仪式、体育、游戏、表演艺术，还涉及社会、职业、性别、
种族和阶级，甚至医学治疗、媒体、网络中的角色扮演行为”②。所有这些演示叙述，都是用非特制
媒介 ( 也就是不用文字、图画、雕塑等特制媒介) 描述事件变化，而是依靠人物演示来叙述，它们
都具有以下五个符号学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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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演示叙述的身体性

演示叙述作为意义符号组合，以声音、造型、肢体动作等人类共同的意义媒介，通过各种不同的
感觉渠道，以多种不同的符码，整合传达叙述。所有演示叙述文本的载体都关涉身体，即便是用乐器
演奏，也是基于“身体性”的，表演者必须依靠身体控制乐器，歌唱表演也是如此。“人类音乐文化
基础性存在的天然模式、经典模式是音乐表演。这种通过音乐表演形成的音乐，是活生生的音乐，是
充满人气的人性化音乐，是运动性的音乐，是在乐谱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的音乐。在音乐受众的参与
下，它们真实体现出音乐作品的存在。”① 同样，受众欣赏一段演唱与演奏表演，必然有反应，可能
跟着哼唱或手舞足蹈。哪怕不表现出来，他的身体 ( 包括嗓音) 都在 “内模仿”，也在 “心里”哼
唱。杂技或冰上芭蕾等高难表演，一般人尽管不能实际模仿，也会心向往之，进行内模仿。
这种精神与身体的感应，是理解接收演示叙述的基础。因此，演示叙述的解读，不只是符义的，还

是符形 /身体性的: 身体性是演示叙述的根本品格，也是演示叙述与其他叙述文本区别的本质性特征。
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观众不满足于听录音，而热衷于现场的舞台演出，至少看电视转播或录像，因

为它们带给听众 /观众更热烈切近的身体体验。近年来，随着网络的发展，网络直播、短视频、抖音、
网络游戏，甚至 Vlog等演示性叙述体裁广泛盛行，其主要原因也在于它们更具有切身体验性。对于
文明过于成熟的当代人来说，语言文字的叙述方式越来越精微复杂，而表演的基础却是相对直接的，

其身体性令我们回到人类文化的原始状态，不仅回到感觉之中，而且是回到最基本的身体，甚至肌肤

感觉的体验中，这种感同身受是各种演示叙述的出发点，亦是演示叙述最“人性”的特点。
所有的演示叙述都富于张力，无论是现实舞台还是网络视频表演，也无论是歌曲还是歌剧，哪怕

有语言表意成分，表演时也必须强调表现语言风格的某种外部特点。例如一句唱词 “我对你的思念
犹如大海”，要让观众感到“大海”之宏伟，就需要声音力度、情感甚至表情与身体姿势的展示。这
种展示就是艺术品质的外化，如果表演不能有效发挥身体的此种外化力量，表演艺术就会失去优势。
这是所有演示叙述之所以感人的关键，即身体展示激发内模仿的力量。
某些戏剧表演导演体系，例如一度在中国与俄罗斯有压倒优势的 “斯塔尼斯拉夫体系”，要求演

员“全身心地与角色合一”。这实际上是个悖论，因为演员必须知道他是在用身体叙述文本中的人
物，此时他具有双重人格，专业演员的基本要求就是暂时 “移置”自我。对演员来说，利用自己的
身体，将人物感情“外化”，是身体叙述的要求。也就是说用 “自己”演 “人物”，他自身就成了媒
介。全身心合一，忘掉自我，既不可能，也无必要。一旦进入舞台叙述，观众看不到演员心理，看到
的只是心灵活动的“外化”，观众只有理解了此外化形式，才能明白演示叙述的意义。

二、演示叙述的意动性

演示叙述必然具有意动品质，这种意动品质即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种意向性联系，接收者能

领会发送者的意图，甚至在行动上产生积极的回应。雅克布森谈论符号的六个功能时说: “信息指向
接收者的倾向，是其意动功能。”② 意动性，即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种反应。意动性在演示叙述中更加
明显，由于“感同身受”，观者身临其境。哪怕当场没有实行，内心也会出现一种实行冲动。
在演示叙述中，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符码: 例如作为听觉符号的唱词、音乐，视觉符号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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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、动作甚至舞台装置、场景呈现等。黑格尔曾强调戏剧表演中诗歌的重要性: “真正的戏剧表演的
艺术，只涉及朗诵台词以及面貌表情和动作的方面，诗的语言始终显得起着决定作用的统治力量。”①

事实上，对于演示性叙述文本来说，以戏剧为代表的文本，带有语义的唱词应该是主导性符码，表演

是为了提供与文本意义相一致的身体语言，它们不仅外化，而且强化了情节。唱词是音乐叙述的
“灵魂”，唱词创造一个语义明确的叙述，与戏曲的旋律共同形成一种想象的时空运动。② 唱词很容易
获得约翰·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中的 “以言取效”③ 的意动效果。表演性言语本身就是具体的行为，
表演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和生成，演示叙述这种体裁，否定了再现实际指称的可能性，因此其中的再现

行为是一种“自我再现”，把自身建构成一个情节序列。由此，表演性成了表演行为驱动下由文化符
号元素构成的符号集合体，讲述事件的变化，以促使听者采取某种行动。因此，哪怕演员只是站在舞
台上单纯演唱一首歌曲，也会产生强烈的意动效果。
演示叙述的意动性也会体现在 “沉浸式”体验中。皮尔斯认为，符号的意义在于解释产生的效

果，为此他把符号 “解释项”分为三类: “一，情绪解释项 ( emotional interpretant) ，它是某些符号
能够产生的唯一意指效力; 二，能量解释项 ( energetic interpretant) ，它是一种非常强势 ( muscular)
的意指行为，常常作用于内心世界，主要发挥其心灵作用 ( mental effort) ; 三，逻辑解释项 ( logical
interpretant) ，它由符号过程所引起的效力构成。”④ 演示性表演作为一种充满情绪的叙述，现场最能
展现并体现这种意动性的 “沉浸”效果。
布莱希特曾经提出现代戏剧需要有 “间离”效果，他要求演员和角色保持一定距离，即随着戏

剧的全面发展，演员不应当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，不是去体验人物角色，而是行使批判这一职能，从

而让观众也对舞台上再现的现实 “保持批判距离”。他的理由是，“演出开始了叙述，叙述者不再同
第四堵墙一起消失了。背景不仅仅为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作注释了，因为通过巨幅的银幕可以使其他
许多事件同时在另一些地方发生，可以用幻灯引用文献来证明或驳斥剧中人的论点; 可为抽象的讨论

提供确切、具体的统计数字; 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是有立体感的，但当它们的含义不清时可通过
银幕来为它们提供事实和数字”⑤。布莱希特的“反沉浸”正是鉴于凡人俗众对于戏剧演出叙述缺乏
戒备，缺乏距离感，从而忽视演示叙述与生活的间隔，或欢呼雀跃，或全场同悲，继而忘记舞台上出

现的故事只是虚构叙述。事实上，这种表演产生的效应，不仅在剧场内，还会延伸到当代城市公共空
间中，甚至“对人们的城市空间感知产生一些奇妙的影响”⑥。

三、演示叙述的可干预性

演示性叙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，是可干预性。最简单的例子是演出时的掌声、喝彩，它们可以给
表演者鼓劲，增加叙述的气氛效果。演唱会上邀请听众参加合唱，已经成为歌手制造演唱会高潮气氛
的诀窍。沙姆韦之所以“把摇滚视为某个历史阶段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”，是因为他认为，“摇滚乐
是一种符号系统———或许是多个这种系统的聚合———同时又是一种活动; 它是符号学的一种形式，又
是演奏者和听众共同参与的活动”⑦。演示表演有强烈的互动性，要求观众身心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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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现场“可干预感”，实际上是演示叙述的意动性在观众中产生的即刻效果。在这种时候，演
示叙述得以成立的框架区隔被打破。当观众喊出来，或者心里非常想要喊出来 “朱丽叶没有死! 罗
密欧你不要自杀”，或者《白毛女》的观众拔枪要为喜儿报仇打死黄世仁时，演示叙述与世界的边界
被打破了，台上与台下不再有意义隔离。
只有演示叙述才拥有意义的 “在场”品格，才能产生带给观众强烈的 “眼看正要发生”的效果，

这就是所谓的“戏剧反讽”机制。当观众觉得他们的参与，有可能扭转局面，他们的内心冲动才会
发生，舞台上的表演叙述与台下观众接收之间，存在一种异常的 “冲破隔离”张力。同理，看竞技
比赛，看足球赛直播，往往让观者或捶胸顿足，或欣喜若狂，不能自已; 看杂技马戏，也往往使观者

紧张万分，无法落座。正是因为演示的下一步处于悬而未知状态，其叙述才扣人心弦。当今的电子游
戏，进一步提高了接收者的参与程度: 接收者此时此刻的按键，控制着文本进程。而在虚拟空间里，
“正在进行”不只是感觉，而是接收者切实的经历。诚然，其他叙述体裁 ( 例如小说) 也有悬疑，但
是其内在叙述时间是向过去回溯。阅读时，读者知道一切情节都已成事实，哪怕虚构与幻想，情节也
已经写定。读者可能会急于知道下一步，但不会觉得自己有可能参与其中，因此也不会没有改变情节
的心理冲动。
演示叙述的“可被干预潜力”，即互动性可能，虽然是接受者的感觉，却是一个交流往复的过

程。“观众能够创造出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条件。他们一方面接受我们的思想感情，一方面又像共鸣器
一样，把自己活生生的人的情感反应给我们……演出的交流并不仅是行动上的响应，还表现在心灵的
默契上。这种双向性的交流使观演关系处于一种共同的空间。”① 观众努力进入叙述之中，这是其他
叙述方式，包括小说、诗歌，无法做到的，因为只有演示叙述使用的是 “非特殊媒介”，即每个观众
都似乎可以够及的真实身体与实物。就如《白毛女》的观众感到他自身与舞台上的人物看起来一样，
具有实体性，可以互动; 而小说或剧本写到的人物，要通过语言媒介的再次转换，其将接收者的身体

以“现实”的方式带入情节的效力远远不如演示性叙述。所以，哪怕 “可干预性”是观众的一种内
心渴望，也只有在演示叙述中才能实现。

四、演示叙述的仪式性

演示叙述的现场表演具有仪式性，它的现实投射，往往是演出程序与观众社群理解的约定俗成关

系: 《空城计》中的诸葛亮处于大军围城的紧急状态，但是舞台上只有背着四面旗的司马懿。此时要
观众体验到诸葛亮的镇静，只能靠仪式感，即戏曲的 “象征现实”表意方式，背插四面旗帜就是四
路大军，这的确是奏效的。索绪尔在讨论德国史诗 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时说: “史诗作者，或甚至历
史作者，在叙述两军交锋时也介绍两位首领之间的战斗……这样首领 A 与首领 B 的决斗就不可避免
地成了象征。”② 他指出，这种象征的解释力来自观众的对 “文化性”的默认。
阿尔托描绘戏剧叙述中追求的类似于祭祀仪式中唤起的 “临界状态” ( 也叫 “传递状态” ) :

“在观众身上完成 ( 进行) 一种驱邪术，应该医治在文明中病得不轻的西方人， ( 医治的方法就是)
在观众身上重新产生‘生活’和‘人’———不是 ‘具有不同感情和性格特征的人’。”③ 这种仪式性
的表演，可以使观众得到理性难以解释的感染力。
鼓动人心欲望是叙述的基本动力。欲望获得的喜悦成就欢乐; 欲望无法达成导致悲伤; 哪怕情节

展开的无意识，本身也是充满欲望的。在演示叙述中，这种欲望的能量驱动每个观众。其中有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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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正常”的理性表达，也有非正常的、“出格”的、为社会秩序所不容的表达或发泄，演出可以成为
潜意识驱动的产物。① 这种能量犹如殷国明在分析大众文化和人的本能关系时所指出的，大众文化正
是围绕“本能”这个焦点建立了自己坚不可摧的立足点，并由此与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行着长期的抗
衡。“大众流行文化一向具有颠覆的文化功能，从文明的诞生之日起，就承担着人类本能和潜意识的
‘代言者’的角色。”②

兰德尔·柯林斯 ( Randall Collins) 的“互动仪式链”理论 (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) 为演示叙述
的互动仪式作了一个精辟的意义归纳: “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，仪式是一种相
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，它形成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，从而形成了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

号; 也为每个参与者带来了能量情感。”③ 这种热情，很接近薛艺兵所描述的宗教仪式: “重复的仪式
化活动强化了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感，也就强化了 ‘宗教力’的集体力量，在将微弱的个体力量提
升到强大的集体力量这个过程中，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、强化集体力量。”④

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很多演出能吸引人反复观看，因为这些演出作为演示文本，每次新的演出，即

使表演过程绝对重复，脚本 ( 乐谱或剧本) 相同，也都是一个新的仪式，而每次新的仪式产生一个

新的文本，又具有新的意义。因此，每一次演出，永远不会是旧有演出的重复。

五、演示叙述的社群性

演示叙述的对象是群体性的，具有强烈的互动与交流性。演出意义的制造过程，也就是演出者与
接收者共同制造意义的过程。
塔拉斯蒂在表演艺术符号学的理论中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: 表演艺术的核心是身份主体在表演中

变化。叙述表演的角色具有多重身份，蕴含了社会与自我之间的互相确认关系。塔拉斯蒂改造并发展了
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，提出“Z形方阵”，以说明表演中身份的变换方向。⑤“Z形方阵”与“格雷马斯
方阵”的最大区别，在于强调了表演者身份主体的进展方向，所以更适合演示叙述。其普遍形式是:

这个图式说明了，表演是演员从本色自我向本色的非我一步步推进的符号过程，从 “总的个人
事实”，向“总的社会事实”的一步步过渡。演示的符号表意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 “我”到 “非我”
跨度巨大的生成过程。
这样复杂的表演叙述过程，就使叙述脱离了表演的纯身体性，哪怕仅仅是歌舞动作，也因为舞者

已经不是舞者本人，而成为一个社会文化产品。表演者把自己变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、文化现象。
理查德·鲍曼 ( Richard Bauman) 在 《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》一书中曾把表演视为一种交流现象
( communicative phenomenon) ，从口头交流，到表演情境中的整个动态过程，都强调了“意义共同体”
的生产与建立。⑥ 同样，欧文·戈夫曼 ( Erving Goffman) 也提出了社会中人的 “戏剧论”，虽然这是
一个比喻，讨论的是面对世人时我们的 “人生如戏”，但他特别强调人生是在 “社会舞台”上演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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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出本身就包含着无法逃避的社会性。表演是每个人进行 “自我形象管理”的一种手段，是个体以
戏剧性的方式，在与社会 ( 他人或他们自己) 的互动中，把 “我自己”建构成某种人物印象，我与
他人的参与形成了一个演者与观者互动的过程。①

演示叙述的意义过程是皮尔斯 “阐释社群”论的完美体现，演示让演者与人物合一，从而与观
者的自我紧密交融。在演示的语言中，“我”与 “你”的指称是不断变化的。演者说的 “你”究竟
是谁，实际上是飘移的，随着演者与观者所处语境的变化而变化。② 有时候“你”是直接对象，下一
句话就可以虚指而变成整个社群。皮尔斯指出，指示词在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中至关重要，它们的
特点是: “这些介词指示的是已经被观察到的说话者，或者是已经被假定好的位置和态度。”③ 也就是
说，具体关系语境重新定义说话者与听话者，“你”既是你又不是你，这种漂浮的 “指示”，正是演
示的最大机动能力所在。
演示叙述与观众的生活经验发生关联，靠共同遭遇的感情共振，建立发出与接收之间的关系。哈

贝马斯把如此的社会活动称作 “交往行动”——— “通过这种内部活动，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相互决定
他们个人的行动计划。因此可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非语言活动目的。”④ 哈贝马斯认为，在失去了合
法性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，这样的可能性不可能实现，在这种社会中，人的交往不合理，因为人成

为机械的工具，不可能表现出主体的需要。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理想的社会中，交往才能取得共同的
主体性，才能使各个主体“无保留地”，即自由地追求他们的“非语言活动目的”。
在当今的网络世界中，在似乎不见面的个体之间，都是靠 “演示”才互相确定身份，因此才出

现众多“上当受骗”的案例。⑤ 但是网络空间的间隔作用，的确增强了演示的社群化力量。一个人在
网络上，可以把自我“戏剧化”为任何身份、性别、财势，可以争取网红地位，获得大批粉丝，也
可以施展网络暴力，殃及无辜。⑥ 数字时代，似乎是演示的黄金时代，因为网上虚拟社群取代了面对
面的交流，网络空间代替了哈贝马斯呼吁的 “公共空间”。当今社会手持终端构成的 “超接触性”，
用演示这种叙述行为交往而达到超出文本的感情沟通，似乎实现了这种理想社会，但实际上我们的人

生全面“演示化”，使真正的社群、共享意义的社群，离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远。
演示叙述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意行为，是一种对社会有极大影响力的行为，会产生影响一个社群精

神历史的重要意义。演示叙述的各种特征———身体性、意动性、可干预性、仪式性、社群性，使它具
有其他表意方式 ( 例如文字方式) 所不可能具有的重大力量。但是，我们又必须看到它在数字时代
有被滥用的可能，它有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个软肋，成为当今社群生活的一个破坏性力

量。因为任何演示符号文本不可能没有人物，或是文本中的人物，或是表演者作为人物，演示文本必
然加入了人的主观性，它不可能是一种 “客观描述”。作为一种表意方式，它有积极的社会文化功
能，也可能成为掩盖真相的手段。因此，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，这种演示性都被当今数字时代放大，
而且影响越来越深，因此也急需学界给予更严肃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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